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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厚涛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北京，100871) 

冯友兰先生曾经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统分为两个阶段：“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

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则经学时代也。” 让我们由此因循着历史的发展脉络，首先走入先秦子学时代百

家争鸣的“文化场域”。 必须予以说明的是，我们之所以说是“文化场域”而非“时代背景”等其

他术语，其用意乃在于解析先秦子学时代各种权力位置关系的网络图景，和凸显“士”这类知识分

子作为文化生产者与符号创造者的核心作用。同时，鉴于场域是以关系推演模式为基础的理论概念

建构，恰如布尔迪厄所说：“依据场域进行思考即是关系性地进行思考”， 我们援引这一术语也是

为了映照在这一特定时期，“文化场域”作为一种话语系统，对于其中包括文学阐释思想在内的诸

种因素的生成与走向，所潜存的规训作用。所以本文还将对“子学时代”文化场域中所生成的儒家

原始经学、以及原始经学对文学阐释思想的潜在导向，分别进行简要梳理。 

一、“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先秦子学时代的场域生成 

先秦子学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机体被迫剧烈解组，以及随之而来得以重组的关键时期。关于此

种状态，清儒顾炎武曾有过透彻的对比分析： 

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言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

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

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 

显然，此时已经出现了“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的大乱时代， 代之而起的乃是群雄

争霸的多元政治文化格局。在这一既定的原有体系已经陷入了彻底的坍塌、而新兴的官定学术主流

尚未完全被确立的交接时期，众声喧哗的话语思潮多中心状态，也即百家争鸣文化场域的形成，当

为题中应有之义。 

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之下，由于占居主导地位之意识形态统领的缺乏，使得各家各派学说都能够

有机会纷纷登场，竞相提出自己的救世纲领和政治主张，以获取官方统治者的认可，从而力图占据

官方意识形态话语言说的中心地位。关于此种在离散状态下追寻话语权力的文化现象，《荀子•解

场域生成与话语规训——论先秦子学时代的勃兴及其对文学阐释思想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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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篇曾做过如下之解释： 

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乱国之君，乱家之人，此其诚心莫不求正

而以自为也。 

先秦百家争鸣时期的这一特定文化场域，直接决定了它无可规避的特征所在：争鸣的直接目的

和中心话题乃是如何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大同理想。司马迁论六家要指说：“《易大传》：‘天下

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这就已经准确而

清晰地点出了诸家学说“为治”的特点，而其目的显然是“求其用”以达到“治强之功”，即如韩

非子所说：“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 

由此，传播已有的传统文化和建构新型的当下或未来文化，就不仅仅是士人阶层的谋生之道，

他们还自觉承担起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使命，企图通过构建一套新型的理论思想体系、知识

话语系统和规训秩序，来对整个社会机体的发展施加影响，甚至渴望能够直接决定其未来走向和基

本格局，从而实现其对文化乃至政治的整体规范。 

此外，不容我们忘却的还有先秦子学时代文化阶层的整体下移，和教育对象的多层面拓展。随

着井田制的土崩瓦解以及王室诸侯的衰微破落，饱学之士开始流散民间，文化知识也随之传播到社

会普通民众层面,而其普及面之广甚至达到了《韩非子》所载:“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

半”的盛大局面。 这种文化知识阶层的整体向下位移，也造就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逐渐形成。

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足可见当时知识分子群体的规模

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 

文化的传播扩散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扩大，为当时各个社会阶层的交流和互动提供了必备的基

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也必须体查到它的另一副面孔，即它也是官方统治的一个根源，因为

它不仅形塑着当时人们对于现实的理解，而且帮助确立并维系整个社会等级体系。在这其中，作为

职业化的文化生产者与传播者的“士”，在建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机构化的等级中，就发挥了核心

的作用，这种作用恰如布尔迪厄所说：“教育系统作为机构化的分类者……它通过转化了的方式再

生产着社会的等级制度。” 可以看出，教育对象的多层面拓展，为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再生产以及各

种形式文化资本的创生和转化，提供了一种机构性的基本可能。因为教育提供的不仅仅是技术的横

向扩散与文化的纵向延承，而且还是把人们社会化、以让其适应特定的意识形态统治的一种工具，

即它是“一个专门发明出来维护、传播、灌输一个社会的文化规范的机构”。 教育系统反复灌输占

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符号权力就是通过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的灌输而得到贯彻的。而作为

“士”这种知识分子符号工作的主要场所，先秦子学时代的教育机构，对当时社会阶级之间的权力

关系和符号关系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所有这些因素都为“百家争鸣”话语场域的形成，准备了浓厚的知识氛围、逻辑基础和充足的

人员载体。这也就有效地促进了学术多中心状态，也即“百家争鸣”话语场域的出现。此时，由于

话语场域的更新，符号抑或话语已经变成了一种权力。例如，费孝通先生就认为自孔子以后，就

“构成了和政统分离的道统”，出现了“用文字构成理论对政治发生影响”但已不再“占有政权”

者，“他们从不占有政权来保障自己的利益，而用理论规范的社会威望来影响政治。” 自此，先秦

子学时代的士人通过游说言说和经典阐释等文字表述和话语活动，逐步建构了一方独立于政治实践

之外的话语实践场域。在这方新型的话语场域之中，士人的地位得到了亘古未有的重视，《荀子•致

士》篇载：“无土则人不安居……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

亡。” 显然，政治只有得到士人话语实践的支持才能获得合法性与合理性，否则其权威性就会自动

坍塌，即所谓“国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执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

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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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的兴起标志着一个全新话语场域的形成。 

二、“作辩经以立名本”：诸子话语权力“名”的角逐与儒家“经”之本体地位的建构 

延循着上文所展开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在先秦子学时代的百家争鸣时期，话语场域已经得

到了完全的更新。让我们首先对诸子百家话语权力的角逐与争夺，做一次语义学上的扫描。《广雅•

释诂三》载“鸣，名也”， 《庄子•天运》篇“名，公器也”下成玄英疏“名，鸣也”， 《山海

经•东山经》“其名自詨”下郝懿行笺疏“藏经本作鸣，是”， 《说文解字•牛部》“犨:牛息声。从

牛雔声。一曰牛名”段玉裁注：“初学记名作鸣” ……从这些材料的简单罗列中可以看出，“鸣”

与“名”在某种层面上是完全可以互训，甚至可以彼此互相替换的。 

因而我们可以说，上文所论述的诸子百家争鸣话语权力的角逐，就其实质而言乃是对“名”的

诉求。简而言之，百家争鸣即为“百家争名”。按照现代社会学的理论，当某一资源因其具有很高

的价值而成为争夺对象，并发挥一种“社会权力关系”的结构功能时，这种资源就是一种资本。从

这个意义上讲，“百家争名”之“名”的认定与争夺就是一种“话语暴力”和权力资源的认定与争

夺。 

社会等级关系是通过“名”，也即话语的争夺和斗争来进行调节的，这个争夺“名”的权力斗

争，包括命名权力与分类权力，实际上就是创建社会群体交际话语的能力。但这种话语能力并非简

单地存在于词语或符号本身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对话语符号合法性的认同，以及对说出这些话语

符号的发言者的认可之中。因而，话语权力不是存在于理念的空想之中，而是隐匿于它们与社会结

构的关联之中，也即话语符号权力“存在于实施这个权力的人与接受这个权力的人之间的特定关系

中，并通过这种关系得到界定”。 因而如若要实行“话语暴力”或“符号暴力”，就需要特定人士

进行“名”的生产和规定，而这恰好又是“士”这类知识分子的重要职能所在。“士”作为“名”

的生产者与规定者，从战略上讲，处于等级关系塑造者的特殊位置上。用布尔迪厄的话言之即是：

“士”作为一种文化生产者“呈现事物并使人们相信这些事物真正具有符号权力……并因此使这些

经验变成实存的权力。” 由此，逻辑的推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名”的争夺，显然就是渴

望对社会秩序的一种新型建构，和对文化权力的一种别样觊觎。 

从对思想史的梳理而言，对于“名”的重视，似乎应该是首先发轫于孔子的，《论语•颜渊》篇

载录：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不过此时“正名”这一概念在上述对话语境中尚未完全清晰而明确地出现，约三十年后， 孔子

与其弟子子路在讨论如何为政时，才正式提出了这一“正名”主张，“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

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孔子在这里显然是把话语的言说，当作首要的政治行为

来看待，在他看来，只有先在名——话语层面上安排好秩序，才有可能在现实层面制定好规范。这

里的逻辑是所谓“循名而责实” ——首先确立“名”的合法性，再根据“名”来规定现实社会秩序

的合法性，于是话语和言说就具有了生产的性质，即所谓“名者所以别物也，亲者重,疏者轻,尊者

文,卑者质,近者详,远者略,文辞不隐情,明情不遗文,人心从之而不逆,古今通贯而不乱,名之义也。” 

孔子后学荀子也指出：“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

之儒,亦皆乱也。” 韩非作为继管仲、申不害、商鞅诸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针对当时“贱名轻

实”、“上之所贵与其所以为治相反”之散乱状态， 其所提出的主要应对措施就是强调“以名为

首”的“立名号”，他说：“圣人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 

“夫立名号，所以为尊也。” 又说：“用一之道，以名为首。” 以“名为首”足可见荀子对于

“名”的重视程度。 

以此为逻辑背景，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先秦子学时代诸子百家在话语权力的角逐与争

夺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争夺策略就是通过所谓的“正名”去实现自己的“名正”，并以此为

逻辑基础进行彰显自我与排斥他者。由于“经”这一书写在先秦子学时代所具有的潜在的本体地



位，诸子百家对于“名”的争夺过程常常表现为言说主体对“经”的神圣至上地位的争夺和攫取，

而“经”与“名”之内在逻辑关联恰如《周礼•天官•大宰》“以经邦国”下贾公彦疏引《治典》所

言：“经者，所以经纪为名，故曰经”。 显然，建构“经”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经”的神圣地位上

“立名”，企图借助“经”在本体论上的至高无上性去追寻“名”的合法化和正统化，慧琳在《一

切经音义》甚至直接将“经”训为“摄也”。 可以看出，诸子百家各家学说在话语权力的争夺过程

中，往往用“经”来建构自己“立名”的文本形式，以统摄别家文字表述。 

这种企图在文本的镌刻中“立名”从而追寻本体的终极关怀，成为诸子百家理论体系建构的一

个重要方法论。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在其整个逻辑结构和信仰意志上面安身立命的终极所在和最初思

考源点，本体的地位无疑是至高无上的，因而也是一元性的、排他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立

名”本身就是一种追求本体论体系建构的“宏大叙事”，所谓“大叙事”就是以真理的名义开始言

说，而且这种言说在各种话语中还占有一种优先和特权的地位，由此，关于真理的话语也就变成了

“元话语”。 

其实如果稍稍加以深思的话，我们应该看到,诸子百家在建构自己本体的过程中，都是企图通过

建构这样一种“元话语”式的宏大叙事来成就自我的思想体系，而其思维逻辑都是一元化的,权威

性、排他性目的极为严重。例如，庄子认为除却自己的其他诸子都是“一曲之士”,这些“一曲之

士”争鸣的结果当然是“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

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荀子也曾激烈地抨击过墨翟、宋金开等十二子,而且要“一天下,财万

物,长养人民”,就必须“务息十二子之说”,独推仲尼、子弓之术。 这就为以后儒家“经”之本体性

的独尊地位奠定了逻辑基础。 

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周易》载:“《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以“太

极”作为本体并由此本体方能衍生出“两仪”、“四象”、“八卦”等形式，显然这也是一种一元

独断论的思维方式。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天下无二道”，“圣者法天，贤者法

圣”， 所有论述都企图建构某一特定本体去统摄万物并为之立法。只有在此前提下，武帝时期所确

立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策略才会具备逻辑上的依据，其中道理正如扬雄所言：“舍舟

楫而济乎异馔者，恶睹乎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 由于理论体系建构者认

为世界的本原仅仅是他自己所承认的某一特定物体,因而他认定别人建构的本体论就是谬种流传。既

然别人的本体论是荒谬不经的,那么其所建构的整个理论体系理所当然也都是难以成立的。这样一种

逻辑体系的建构显然是有强烈意识形态意图在内的，若以今日之逻辑思维去反思，这乃是一种典型

的独断论式话语类型。 

那么,由此出发,诸子百家通过思想的交锋，逐渐将自己和他者置于一个竞争对抗性的网络场景

中，难免在言论上拒斥与己见不同之人,甚至企图通过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去攻击、颠覆甚至摧毁对

方的理论体系。司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

邪?” 儒道如此,后起之学如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也会效法他们、相互辩难。但他们相互辩难

的目的不是相互切磋学问进而提升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学说,而是企图在理论上驳倒对方,使官方统治阶

层感到只有他的一家之学才能用来富国强兵。相对自主的斗争场域使各家学说陷入争夺有价值资源

的激烈斗争中去，这些社会斗争通过“名”的争夺和符号的分类可以得到折射。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儒家只是具备成为“经学”的一种潜在可能，却

又为何能在诸多话语权力的争夺过程中脱颖而出呢?这是需要我们进行追问的。后世官方执权者的采

纳与支持固然至关重要，但儒学思想能够经过整合之后成为具有法统效力的经学，历经两千年而长

盛不衰，最为重要的原因或许应当是它本身所内涵的潜在优势。钱穆先生在《两汉经学今古文评

议》中曾说：“惟经术儒生高谈唐虞三代。” 显然，由于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传统构成了儒家思想体

系的基本来源，在祖先崇拜风气极浓的中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号召力不可低估。 冯友兰先

生在分析儒家何以能够独尊的原因时则说：“盖儒者通以前之典籍，知以前之制度，而又理想化

之，理论化之，使之秩然有序，粲然可观。若别家则仅有政治，社会哲学，而无对于政治社会之具

体办法，或虽有亦不如儒家完全，在汉代大一统后之‘建设时代’，当然不能与儒家争胜也。” 意

思是说儒学较之先秦其他各家更具意识形态化的潜在性，所以才被汉代的统治者选中并成为数千年

的统治思想。这也正是儒家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百家争鸣场域中，能够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具有至高

无上地位经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此一场域中诸种变量的共时存在，如儒家思想体系的独断性、文化的时代传承性，以及外

在的意识形态因素等等，各种因素得到重新组合(re-assemblage)。在这种组合中不同因素又互动激

发，促成了一种新的统一，而这种新的统一又有一个固定的方向指示性，即具有从民间言说层面向

官方意识形态统治哲学跳跃的潜势。 

在上述所论及之诸多复杂原因的合力作用之下，儒家思想在先秦子学时代百家争鸣的文化场域

中初步获取了“经”之神圣的本体地位，从而对当时权力结构资源的建构与维系，以及对中国古典

文化传统的整体生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潜在于学术思潮离散状态下的文学阐释思想的生

成，也开始逐步导入以儒家文学阐释为主潮的发展轨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郭绍虞先生在其所

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才说：“论周、秦时期的文学批评，只能在儒家思想中求之” 在本文的

下一部分中，我们就将因循着郭绍虞先生的论断，对原始经学语境下所生成的文学阐释予以关照。 

三、“文即五经六籍也”：原始经学对元文学阐释思想的导向性规训 

如果稍稍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历程作一整体性的反思，我们就会发现，经学作为中国古代最

权威的学术,对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先秦子学时代还仅仅是原始经学

时期也即经学的初创时期，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和染色体，原始经学为中国文学阐释思想提

供了大量具有原创性的命题、概念、范畴以及逻辑推演方式，这是任何其他文化场域都无法替代

的，因而原始经学必然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阐释思想必然会发生重大的影响。 

首先，就文学阐释思想话语的生成模式而言,儒家经学元典与中国古代文学阐释思想之间存在着

同源同根、互依互动、难以厘清的纠葛。例如，《论语•学而》篇“则以学文”下皇侃疏曰：“文，

即五经六籍也”， 而朱熹也对之作出了类似的解释：“文，谓诗书六艺之文”。 再如方玉润认为

《尚书•尧典》所提出的“诗言志”之命题是中国古代文学阐释思想“千古说诗之祖”、 “千古说

诗之祖”当然也标志着古代文学阐释思想的正式诞生。而且这一命题在中国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基本上都已经达成了共识，例如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三中说：“千古善言诗者，莫如虞舜。教夔

典乐曰：‘诗言志。’” 清人刘毓崧亦说：“千古诗教之源，未有先于‘言志’者矣。” 朱自清在

其《诗言志辨》中也主张“诗言志”为中国文学阐释思想的“开山纲领。” 

可以看出，经学元典与文学阐释文本本身就构成了一体两面的复杂关系，从而使得原始经学元

典关于文学的表述就变成了古代文学阐释思想史的重要源头。由于原始经学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它

必然会影响、制约甚至统摄到后世文学阐释思想的概念范畴、体系建构与逻辑整合等诸多方面。原

始经学元典作为一个进入时间的历史流传物，它在不同的历史境域中不断地被解释，从而显现出不

同的意义与价值，显示为不同的、连续变异的历史图像。不同时代信奉儒学的文学思想阐释者和批

评者依据自己的理论涵养和知识储备,在立足于原始经学元典文本的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学阐

释思想命题不断开拓出新的阐释。这种阐释既是经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文学阐释思想建构与

创新的有效途径。通过这种循环往复的阐释和接受,植根于儒家原始经学元典文本的文学阐释思想话

语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并逐渐积演成为后世普遍接受的文学阐释思想。就此而言,说古代文学阐释思

想源于原始经学,亦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 

其次，先秦原始经学典籍的言说方式对中国古代文学阐释思想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以

《论语》为代表的中国原始经学典籍在表述思想的方式上，并非像西方学者那样有意识地以系统的

文章结构来表达其思想结构，而是信手拈来，点到即止，却不作过多展开。这样一种散点论述的言

说方式对于后代的诗学话语言说起着一种体例的典范作用，甚至在某些学者看来，这种言说方式直

接导致了后世的“诗话”、“词话”等语录体文学阐释言说文体的产生。例如，历代学人都曾有人

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诗话资源远溯到孔孟《诗三百》，如何文焕《历代诗话

序》云：“诗话于何昉乎?赓歌纪于《虞书》，六义详于古序，孔、孟论言，别申远旨，《春秋》赋

答，都属断章。三代尚已。” 又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云：“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

品》。然考之经传，如云：‘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远之有?’此论诗而及

事也。又如‘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此论诗而及辞也。事有是非,辞有工拙,

触类旁通,启发实多。虽曰本於锺嵘,要其流别滋繁，不可一端尽也。” 深受西方方法论影响的现代

学者，多以零散片断、不成体系来评价中国古代文学阐释思想，其实，形式的零散并不仅意味着思

想的零散。我们不能以去言说方式的零散而忽略其意蕴逻辑的系统展开，更不能以其言说方式的零

散而忽视其所潜存的理论潜能和方法学价值。 



再次，就文学阐释思想话语的演变与传承而言,中国古代文学阐释思想的发展始终亘存着一脉宗

经征圣的传统，“依经立义”成为了中国古代最常见的意义生成方式之一。原始儒学的意识形态化

使原始经学成为社会唯一合法的学术样态,从而构成了历史阐释和文化建设唯一可以凭藉的理论渊源,

但凡要想对文化体制施加一定影响,便不能不竭力从儒家经学元典中寻求文本依据。法国当代哲学家

米歇尔•福柯所谓的“权力”指的是隐藏在一切话语中普遍化的支配性力量，而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

发展过程中，以一种强大的话语权力来结构中国文学阐释思想理论的，是儒家“经学中心主义”。 

“五经”、“六经”或后世形成的“十三经”、“十四经”，作为一种书写文本和语言符号，在中

国古代文学阐释思想传统中行使着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些“原道”、“征胜”“宗经”的儒者在思

维上受控于“经”，并从“经”的经典文本中提取意义来威慑这个此在世界。 

在中国古代的士人看来，“经”绝不仅仅是普通历史流传物那么简单，“夫六经，定于至

圣”， 它蕴涵圣人之用心，具有独特之价值，所以能够经纬天地阴阳，能够弘扬伦理道德。即如匡

衡所言： 

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

也。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也恰恰是由于经之“永永不易之道”之本体功能，能够为尘世万物的意义给出一个最初的逻辑

起点，我们才可以说，“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东方中国诗学史上的经学中心主义就是西方诗学史上

的逻格斯中心主义。” 经典中已经蕴涵了所有的知识思想，因此“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

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 由此可知，在经学家看来，《六经》蕴涵了关于宇宙、自然与人生

的所有真理，即班固所谓“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上》也言：“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宇宙之迹，而非托于

空言。” 既然王道理想应当依据“六经”才有可能得以实现，那么作为王道理想统摄下的文学阐释

思想更应当遵从“六经”的规训，从而使得经学对于文学阐释思想话语的意义生成及其走向,整体上

产生了一种支配性的规约作用。因应着这种规约,儒家文学阐释思想的建构者们主动打出原道、征

圣、宗经的旗号,把文学阐释思想的阐发建基于经学元典文本之上,以此确立其话语的权威地位,并因

此形成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文学阐释思想话语模式。 

总之,原始经学元典中丰富的文学阐释思想构成了古代文学阐释思想的重要源头,对后世文学阐释

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经学元典本身所含有的潜在的文学阐释思想观念和阐释模

式，尽管它们在先秦时代还不是作为文学阐释思想面目而出现的，但在后世的发展演变中，它们都

被文学阐释思想话语系统所吸收，成为某些重要的文学阐释思想范畴和言说样式。恰如张少康先生

所言：“先秦时期还没有完整、独立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许多有关文学、艺术和美学的论述，都

是蕴藏在儒家经典、诸子著作、历史著作之中的。” 

结语： 

概而言之，鉴于先秦子学时代，文学阐释思想还没有从文、史、哲不界分的“大学术思想史

观”中完全脱离出来，因此，对这个时期文学阐释思想生成和发展脉络的反思，就必须对当时学术

文化场域进行一种回溯式反观，而这恰恰就是本文前两部分中重点探讨的核心内容所在。以此为考

察背景，本文第三部分则对这一话语场域对于文学阐释思想的导向性规训予以了解析，即就文学思

想阐释话语的生成而言,儒家经学元典与中国古代文学阐释思想之间存在着同源同根的互依互动关

系。而就对后世文学阐释的影响而言，则是表现在，以语录体为代表的散点式论述开启了后代诗话

言说的基本形式，而“依经立义”则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阐释思想最常见的意义生成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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